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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是利益驱动下权力话语作用的结果,话语以其规范及实践本性,形塑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的创设与变迁、秩序的缘起与固化。 主流话语支配下的知识产权国际秩序镶嵌在非对称结构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具有

西方中心、利益倾斜和技术等级性特征,规定了国际技术分工以及利益分配的等级机制。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

应当主要作为“追求权威的利益相关者”,采取中性化改进、建设性塑造方案,支持、维护 WTO 与 WIPO 框架下多边协

调机制的支配性地位,倡导知识产权国际秩序权力格局的平衡性与合作性,主张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包容性与有效

性,以言之有道的话语方略,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话语权力、治理权威的重新分配以及利益关系的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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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China’s s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YANG Jing
(Law School,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21, China)

Abstract: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the result of power discourse driven by interests. With the help of
normative and practical nature, discourse shapes the creation and chan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origin and solidification of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embedded in the power
relation network with asymmetric structur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western center, inclination of interests and technical
hierarchy, and it stipulates the hierarchical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division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China should act primarily as a stakeholder in pursuit of au-
thority, adopt neutral improvement and constructive shaping measures to support and mainta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WTO and WIPO, advocate the balance and cooperation of the
power patt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rder, and advocate the inclus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thus to promote the reallocation of discourse power and governance authority of in-
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reasonable adjustment of interest relations with the right discourse strategy.
Key words: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discourse structure;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
tion; a stakeholder who pursues authority

　 　 “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并非线性发展,而是由

论争驱动的” [1]。 话语作为一种非物质性能动变

量,对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构造作用值得重视。
法律秩序的建构或转换往往伴随着话语意义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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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影响着权力的变动、利益的分配、结构的改造、
文化的变迁和意识的转型等。 话语研究能够揭示

社会意识形态运作过程中“权力”和“控制”的来

源,能够提供一种对现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秩序

及话语机制进行审视与反思的思维和路径,提供

一种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缘起、演进与变动的合理

解释。
近年来,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以及发展方式

的战略演进改变了中国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

的身份、地位与利益,观念、预期与行动,中国已经

成为知识产权全球版图重构的重要力量[2],致力

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

制。 在知识产权国际秩序风云开阖,中国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跃马扬鞭,美国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工

具对华实施战略遏制的关键时期,对知识产权保

护秩序缘起进行话语溯源,分析西方主流话语对

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构造运动,探讨推动知识产

权国际秩序改革创新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缘起的话语溯源

每一阶段的知识产权法律都是历史承继、技
术发展与观念转变的混合产物。 “在知识财产随着

殖民征服、不平等条约和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被移

植到全球其他地方之前,它仅生长于西方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 [3]。 19 世纪起源于欧洲的知识产权保护

模式,作为唯一的版本,框定了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

游戏规则。 因此,对知识产权秩序缘起的话语研究

注目于 17 世纪至 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以英

国为代表的欧洲知识产权制度的起源与进化。
(一)版权制度确立中的话语表达

以 1710 年英国《安妮法》为代表,版权保护秩

序的发端是利益驱动下商人集团(伦敦出版商公

会)权力话语作用的结果。
“版权的出现与马丁·路德的教义及 1450 年

约翰尼斯·古登堡活字印刷机密切相关” [4]。 为

了监控异教学说的传播,英国女王玛丽一世于

1557 年授予皇家特许令状,成立伦敦出版商公会,
自此开启了政府与行会长达 100 多年的官商合流

史。 正是“版权法源于政治当局的蓄意干预,而不

是自发演变的大陆法系传统” [5]。 经由印刷特许

令状的发放,政府达到了阻止煽动性言论和宗教

异端出版物传播的目的,而出版商人则获得合法

的行业垄断地位,维持了图书的出版、发行与贸易

秩序,确保自身利益的实现。 因此,在版权制度的

萌芽时期,出版商公会在话语表达方面强调言论

控制和图书审查的重要性,版权法表现为出版许

可法令的形式。 印刷出版垄断一直受到各种批

评,以出版许可法令为表现形式的版权法也备受

质疑。 面对反对的声潮和不利的政治气候,伦敦

出版商公会转换策略,主导了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

在智力成果领域的嫁接,并寻找能够为当时的政治

气候所包容、政治力量所接纳的观念和理由,“作
者”以及“作者财产权”表达开始浮出水面。

“作者”表达的优越性在于:一方面,垄断已经

成为众矢之的,推出“作者权利保障”的浪漫观念,
有助于转移视线,容易为其他政治力量所接受;另
一方面,作者和出版商人不是竞争关系,通过将一

定期限的作品控制权赋予作者这一迂回安排,出
版商人同样能够达到限制竞争、维持图书贸易秩

序的目的。 “作品财产权”的表达则论证了作者享

有财产权利的正当性,给文学财产“这一虚幻的幽

灵添上四肢和面容” [6]。 据此,伦敦出版商公会以

作者财产权的话语表达取代先前政治言论控制和

宗教图书审查的主张,浪漫作者观念就此兴起,作
者表达从此成为版权法的核心概念。 “并非是作

者权利意识的觉醒改变了世界,而是利益群体在

面对国会反垄断之役时的游说、联动和蜂攒蚁集,
定义了历史” [7]。 1710 年,《安妮法》生效实施,版
权立法上首次正式承认作者的权利,作者成为版

权所有者。 自此,浪漫化的作者观念在版权制度

中深深扎根,“作者”成为版权法名义上的权利主

体,“财产权”也成为版权法中另外一项重要表达,
功利主义的话语和逻辑渗透到版权法表述中。 本

为出版、发行以及贸易规制制度的版权法转化为

以作品为对象的准财产权利法,各项规定围绕作

者的权益展开,有关版权的争诉从关注图书的重

印与盗版向同时还重视作品的使用与抄袭问题转

变,此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安妮法》的施行明确传递了保护作者权利的

思想和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出版垄断。
但实际上,《安妮法》所确立的版权制度是一种以

“作者”表达为中介延续出版商人利益的制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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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出版商公会推动作者与作品之间建立制度联

系的初衷并非鼓励创作,王权对舆论秩序的控制

和书商对图书市场秩序的控制才是版权制度确立

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二)专利制度发展中的话语转换

与版权制度类似,专利制度的缘起与演进也

有着共同的特质。 从作为产业政策的王权授予到

作为发明创造的权利保障,从公开授权到发明人

的私权,专利保护话语经历了从“促进产业发展”
到“保护发明人权利”的转换。

1474 年,威尼斯政府将长期的专利商业实践

惯例法律化,颁布了《威尼斯专利法》,初步确立了

专利的授予条件、主体、期限等基本要素,此种做

法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
这一时期是专利制度的萌芽时期。 16 世纪后,为
促进经济自足和工业发展,英国政府实行重商主

义政策,商人不断游说政府授予新式产业和新发

明以独占授权。 1559 年,意大利商人杰克布斯·
阿肯(Jacobus Acontius)上书英国女王,陈述发明

人的艰辛投入以及发明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辛苦努力若无保障,将一贫如洗、无有回报”等言

辞最终说服女王,获得了专利授权[8]。 商人游说

与政府重商主义叠加,经由“发展新式制造业”的

话语表达,授权商人进行独占经营的做法获得了

某种正当性。 这一时期的专利保护采取王室授予

商人独占经营的公示令状的形式,王权与商人利

益相结合,对从事、引进新式制造业的商人进行独

占授权的做法逐渐盛行于英国。
作为君王特权的行使,独占经营权是否授予,授

予的期限完全取决于英王的意愿,并在事实上成为

体现王室恩惠、增加王室收入的手段。 逐利本能驱

使下,商人滥用权利的情况屡屡发生,专利开始被称

为“可恶的垄断” [9]。 1601 年年底,劳伦斯·希尔

(Laurence Hill)向英国议会提交“在某些专利证书

案件中解释普通法的议案”(An Act for the Expla-
nation of the Common Law in Certain Cases of Letters
Patent) [10],严厉批评垄断经营,要求加强王权授予

的透明度。 反对垄断的商人在法院和议会展开努

力,最终促成了 1623 年英国《垄断法案》的颁布实

施。 作为商人之间、商人与王室之间利益妥协的

结果,《垄断法案》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专利是垄

断的例外情形,从立法上限制国王以公示令状形

式授予专利的权利,并从期限和授予条件两方面

对专利进行了限制,旨在矫正专利滥用所造成的

过度商业垄断。 在话语表达方面,《垄断法案》规

定专利权授予“发明人”而不是实施新式产业的商

人,“发明人”话语及其所承载的发明人理念(发明

人的创新劳动具有积极社会意义)奠定了专利保

护的正当性基础。 《垄断法案》确立了对发明创造

给予一定期限保护的法律秩序,是现代意义上专

利制度的起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成文法的

形式加以明确,但在这一时期,专利仍然是一种王

权的授予,经由“发明人”表达,钦赐垄断转换为私

权垄断,商人得以维持和延续原有的独占经营

模式。
《垄断法案》施行后的 200 年间,在实践方面,

英国专利案件管辖权经历了从枢密院到普通法院

的转变;伴随着专利说明书的出现,专利必须公

示,新颖性要求更趋严格。 在形式方面,专利保护

由原先的以从事新式工商业为对价获得王权授

予,转化以公示发明专利为对价获得一定期限的

垄断权利。 在话语方面,权利话语逐渐成为专利

制度的正式表达,并借助财产权的神圣光环,强化

了专利保护的正当性。 自此,专利逐渐摆脱了君

主权力和商人垄断的色彩,从王室的恩赐特权下

解放出来,去除了“垄断”“特权”的蕴意,而蜕变成

一种人人可享有的财产权利[11]。 “发明人”和“权
利保护”成为主流话语并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保

护发明创造的制度与秩序的路径依赖。
(三)商标制度演进中的话语嬗变

中世纪欧洲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商业贸易日

益繁荣,商标的使用日趋广泛,但这一时期商标主

要是商人的个人财产标识,并非标示商品的来源。
1353 年,英国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在高风险的航

海活动中如遇意外事故,如船舶失事或遭遇海盗

等,商人可以凭借货物上的标记请求返还财产[12]。
行会兴起之后,诉诸“监督产品质量”之话语强制要

求成员贴附商业标志,行会之外的竞争者被斥为“不
法之徒”以及“假冒者”。 商业标志起到了维持行会

垄断、限制外部竞争、维护集体商誉的作用。
工业革命后,机器大生产广泛应用,资本主义

兴起,行会的监督和控制能力逐渐弱化。 为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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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竞争、规制贸易秩序,商人开始以“消费者不应

当被欺诈”的话语表达寻求对商标假冒行为进行法

律规制。 1824 年,在审判塞克斯诉塞克斯(Sykes v.
Sykes)一案中,法官按照普通法上禁止欺诈和虚假

陈述的规则禁止被告使用与原告相同的商标[13]。
此后这一判例得到遵循,在普通法上确立了按照防

止欺诈原则保护商标使用的做法,英国商标法自

此经历了从商事习惯法到普通法的转变。 由于欺

诈之诉成立的要求较高(原告不仅要证明被告存

在欺诈故意,实施了欺诈行为,还要证明自己长期

使用商业标志并积累了商誉),商人并不满足于具

有先例效应的普通法对商标的保护,开始寻求通

过全国一般性立法确认商标是一种财产权。 1858
年,伯明翰商会游说政府认可商标的财产地位,加
强立法打击假冒行为。 1862 年,谢菲尔德商会向

英国下议院提交议案,提议将注册商标作为私有

财产,允许商标基于财产法的相关规则进行转

让[14]。 英国政府就此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就
“商标是否应当被看作财产”展开讨论。 支持者将

商业标志比作个人签名,以签名确认身份此种隐

喻,主张商人对商标享有排他性权利,要求建立统

一的登记注册制度,允许商标自由转让。 反对者

则以“士兵贩卖徽章”类比商标的转让,认为如果

赋予商标财产权地位,并且允许转让的话,可能导

致商标标示商品来源的功能难以实现,违背“防止

欺诈消费者”的法律宗旨,并认为以登记注册方式

进行商标确权,会导致商标资源的浪费或者商标

抢注行为[9]。 支持者与反对者僵持不下。
在工业革命的成熟,市场体制的兴起,消费者

时代的到来,以及商人政治话语权的提升,逐步促

成了商标财产化时机的达成,洛克的财产权劳动

学说提供了商标财产化的理论基础。 商标注册制

度的确立(英国国会于 1875 年通过第一部规范商

标注册的法律《商标注册法令》)为商人昭示其无

形的商业标记财产的纸面所有权提供了依据与便

利,使权利的实体与权利的证据并驾齐驱。 1927
年,弗兰克·谢克特(Frank Schechter)提出的商标

反淡化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并推动了立法,进一步

强化了商标的财产权形象。 “财产权”逐渐成为商

标保护的重要表达,商标作为私有财产进行保护

的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并最终在立法上

得以确立。 总之,在商人的推动下,经由“监督产

品质量”“防止欺诈消费者”以及“私有财产权”的
话语嬗变,从财产标识到商业秩序管理工具再到

私人财产,商标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以财产权形式

加以保护的秩序得以确立,商标法也成为一个独

立的知识产权法域。
综上所述,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不仅是技术革

命驱动的产物和法律生发秩序的展现,也是利益

驱动下权力话语作用的结果。 版权、专利与商标

保护秩序缘起的话语溯源,充分揭示了在资本、权
力推动下话语塑造的力量。 商人集团通过“作者”
“发明人”“消费者”等话语表达,利用“智慧火花”
“知识财富” “保护消费者”等叙事,将智力成果以

及商誉转化为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形成了版权、专
利与商标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推动了 19 世纪

智力成果与无形资产法律保护秩序的生成。 实际

上,在“神圣主体”理念的创制之后,在“作者” “发
明人” “消费者”权利(权益)保护的叙述结构之

后,是利益集团限制竞争、规制贸易、控制市场格

局的诉求与举措,是国家从维持优势产业垄断地

位,谋取国家利益角度出发,通过“私权”制度设计

实现产业发展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 以版权制度

为代表,“作者”并非 19 世纪英国文学财产争论的

焦点,出版商人推动版权保护也非真正关心作者

的权益,其一己之私隐藏在“作者权利”话语之后,
正可谓挟作者以令诸侯,以伦敦出版商公会为代

表的商人集团运用其政治、经济资源推进权力话

语,最终以立法形式确立、固化了商业利益。 创作

者、发明人实际上只是智力成果私权保护之法律

构造的附带受益人,商人和产业利益才是知识产

权保护秩序最大的受益者。
二、西方主流话语及其对知识产权国际秩序

的构造

18 世纪到 19 世纪,知识产权保护秩序在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确立。 为了解决知识产权的地

域性保护与智力成果跨国界流动之间的矛盾,发
达国家和跨国资本持续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

国际协调,工业革命先发优势也带动了包括知识

产权制度在内的西方技术规则在全球的输出与扩

散,起源于欧洲的智力成果私权保护模式最终成

为全球知识产权生产与流通秩序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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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80 年代,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知识

经济,知识产权产业在美国等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持续上升,成为平衡国际贸易逆差的重要经济部

门,保护海外知识产权利益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

的重中之重。 利益驱使及权力支持下,西方主流知

识产权话语以其强大而隐蔽的解释力量规训、主导

了以《以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为核

心,以严格保护为特征的知识产权国际秩序在全

球的普遍建立,并进一步推动了比 TRIPs 协议标准

更高、范围更广、义务更重的 TRIPs-plus(知识产权

保护)规则的强势扩张。
(一)西方主流知识产权话语解构

1. 话语表达:私权神圣的叙事策略

西方主流话语采用私权神圣的叙事策略,知
识产权被意指为定在、不容置疑的私人财产权利,
TRIPS 协议序言部分即宣示“知识产权是私权”。
将“知识产权”与“私权”相关联,一方面通过私权

叙事,知识产权得到了正名[15],挣脱了其制度发生

史上曾经的原罪和污名,为制度合法性辩护;另一

方面借用私权神圣的理念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正

当性。 17 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身份等

级被打破,私权应受法律充分且强有力的保护成

为一种无需证明的政治正确。 以“私权神圣”为理

念铺垫,知识产权产生了“天赋之权” “普世之权”
“法定之权”的意涵,完成了从特许权到私权的制

度变革,由非物质财产的权利形态改造成为私人

普遍享有私益的权利、私益受到私法严格保护的

权利[16]。 任何话语叙事的结构都不是中立的,是
用来创建、维护等级制度。 私权叙事以排他的方

式规约了“知识产权”的意义,形成了有关“知识产

权”的固定、标准的秩序、结构与想象模式,使西方

国家占据了利益分配机制中道义与话语上的

主动。
2. 话语方式:权利本位的逻辑起点

权利本位是西方主流话语主导下现代知识产

权制度构建的核心理念。 知识产权领域的权利本

位话语确立了无形财产的本体性地位,“因为智力

成果,所以拥有财产权”,在保护创造者权益方面

起到理念宣称、观念塑造的促进作用;在制度构建

方面起到了规定制度价值和制度规则的引领作

用。 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知识产权制度在立法

重心上以保护创造者权利(实际上是保护商业利

益)为首要。 在话语方式层面,以权利本位为逻辑

起点的西方主流知识产权话语呈现自我利益维护

的话语模式:一元、强势,强调私权的绝对保护,缺
失责任话语,导致权利主体的社会维度的消失。
“哲学上个人主义,主观诉求上功利主义,社会效

应上计算主义” [17] 的权利本位话语除了维护固有

利益外,还擅长于圈地运动式的扩张。 在权利话

语的驱使下,放大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垄断习性,造
就了现行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强保护特征。

3. 话语取向:工具理性的价值选择

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并非知识意志的高扬,而
是资本意志的体现” [18]。 资本具有市场稀缺性。
与之相比,知识具有外部性,并且其市场价值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相对于资本处于弱势地位。
资本控制下的西方主流知识产权话语以个人主

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倾向于功利

主义和工具理性的价值选择;经济效益是其首要

价值追求,公平、人权、环境等价值理性的考量则

退居其次,对正义、效率、秩序、安全等价值要素的

解读和适用,往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19];制度规范

反映强国和利益集团高水平保护知识产权的诉

求,重在限制竞争,规制商业贸易,保障投资预期

和商业利润,而非智力劳动者的权利。
(二)西方主流话语对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构

造运动

国际秩序由国际法确认、维持和支撑,抽象的

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构建、运行和演化以具象的

知识产权国际法律的生成、遵守和变迁为表征。
西方主流话语通过建构立法议题、论证合理性以

及促进规范内化[20], 构造了以 TRIPs 协议及

TRIPs-plus 规则为核心的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国

际秩序。
1. 建构立法议题

立法议题的形成是一个“社会现象→社会问

题→立法议题”的转化过程。 借助一定的话语修

辞策略将社会现象问题化,激发意识转型和集体

行动[21]。 以 TRIPs 协议的出台为例,世界贸易组

织(WTO)体制下全球化、一体化、高标准的知识产

权国际秩序的生成就是美国建构“全球假货贸易”
议题,将实然状态问题化,并在多边贸易机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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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解决问题的策略性活动的结果。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经济竞争与摩擦日益加

剧,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贸易体制下,美
国利用在位优势制定偏好选项,引导国际社会对

“全球假货贸易问题”的关注度,根据情势需要,以
夸大、渲染、标签化等手段创造舆论氛围,主张

GATT 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并通过争端解决机

制保护知识产权。 “假货” (现象)—“损害贸易秩

序”(问题)—“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乏力”(成因)—
“必须进行国际立法协调”(方案)的话语陈述和议

题建构径路不断清晰。 1982 年 11 月,GATT 首次

将假冒商品贸易议题列入议事日程;1986 年 9 月,
GATT 第 8 轮谈判中,在美国、瑞士等国的大力游

说下,知识产权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关系作为重要

议题被提上谈判桌并最终达成了 TRIPs 协议[22]。
通过“全球假货贸易”的议题构建,美国在关贸总

协定体制下铸造了于己有利的、捆绑知识产权保

护与贸易规则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秩序。
2. 论证合理性

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塑造、评价、论断知识

产权国际立法的合理性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合理性的存在能够为立法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保证立法顺利实施。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等发

达国家在 WTO 体制外推行 TRIPs-plus 造法,经由

双边 /区域贸易协定扩张的 TRIPs-plus 规则对知识

产权国际保护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保护标准

不断推高的棘轮效应,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

成本和使用成本。 西方主流知识产权话语从法律

依据和立法程序两个维度,论证、塑造超 TRIPs 协

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合理性。
在法律依据方面,引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3 个框架公约及 TRIPs 协议中的相关规

定,以公约和 TRIPs 协议均采取确立最低保护标准

的协调模式,允许成员适用比公约规定的最低限

度更高的标准为由,提出 TRIPs-plus 条款的合法

性。 在立法程序方面,经过各方谈判、签字、批准

和交换批准书等环节,在缔约各方协商一致、明示

同意的基础之上,缔结贸易协定,以此主张 TRIPs-
plus 条款的程序正义。 客观而言,西方主流话语构

造、支持了其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自圆其说的内部

结构,是一个 “争议极大但很难突破的是非之

地” [23]。
3. 促进规范内化

话语不仅对国际规范的兴起和普及有着重要

作用,对规范的内化过程也有影响。 内化是国际

规范在国际行为主体内部的社会化机制。 无政府

状态的国际社会,大多数国际规范缺乏保障实施

的强制力量,处于软法状态,主权国家并无必须遵

从的义务。 内化能够塑造国家行为体内部精英、
民众的价值观念,使国际社会所主张的价值观念、
规范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权国家自身稳定的行为

反应模式,使之按照“适当性逻辑”遵从规范[24],
变革制度,维护秩序。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利益认知在国际规范

内化过程中起着基础作用。 国际规范之所以会被

国家内化,就是因为它的合法性特征能够“教育”
国家改变对自身利益的认知[25]。 西方主流话语以

“人文关怀”和“普世价值”为大旗,将知识产权保

护界定为“人类自然的需要” “永恒的观念或一种

基本人权” [22],不断地运用观念力量强化 TRIPs-
plus 规则的结构吸纳力和制度感召力,塑造发展中

国家的看法,说服其接受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符

合长远利益的观念,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话语相

对方对于 TRIPs-plus 规则理解和选择,促成规范的

内化。
(三)西方主流话语支配下的知识产权国际秩

序特征

多年来,西方主流知识产权话语凭借跨越、聚
集政府(权力控制)、学术(知识生产)、产业(技术

优势)以及社会(文化传播)力量的知识结构性权

力,影响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制度架构、学理基础

和立法范式,发达国家流行的知识产权思维方式、
价值理念和理论体系居于主导地位。 西方主流话

语支配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呈现西方中心、
利益失衡以及技术等级性的显著特征。

1. 西方中心

“现行国际秩序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机

制” [26]。 作为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

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映射非对称结构的国

际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网络,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是
美国知识产权扩张的全球化[27]。 美国通过议题挂

钩、论域选择、体制转换等方式,多边、双边、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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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区域一体化多管齐下,建构了统一、普适、稳
固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架构,将知识产权财

产私权演化为对全球经济的掌控权力,吸纳发展

中国家进入一体化的知识产权国际协调体系中,
被动接受“治理”。 此种秩序是西方国家全球传播

本土知识产权制度和价值观的结果,构建了服从

在位者利益的权力格局,强化了西方主流知识产

权话语陈述的权力网络,是智力成果领域,西方主

导的全球文明秩序等级结构的缩影。
2. 利益失衡

“体制的规则是根据霸权的国内利益裁剪

的” [28]。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具有显著的利益

分配倾斜效应,权力话语通过对国际制度的创设

和维护,设定了国家参与国际经贸往来的知识产

权保护义务门槛,阻截了国家之间知识自然扩散

的溢出效应,安排了不同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协

作网络以及产业价值链中的位序,规定了知识资

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规律,锁定了知识产权出

口国的竞争优势,利益分配始终向把持话语权、技
术领先的国家倾斜,向医疗、生化、信息、芯片、文
化等西方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倾斜。 知识产权日

益成为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和结构性优势地位

的工具,现行秩序下的“互利共赢”是发达成员获

利多、发展中成员付出多的“共赢”,并非实质意义

上的对等。
3. 技术等级性

“国际秩序的根本特征是其等级性” [29]。 当

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权力结构和分配逻辑促成

了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双重转型,迭代了

以往帝国依赖武力谋求权力和利益的传统模式,
以技术等级取代殖民统治、战争征服及金融控制,
对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以及全球财富分

配的场景、规则、经验与预期产生革命性影响。 依

据国际分工与依附理论,知识产权国际秩序以“外
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技术依附为特征,技术等

级决定了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规
定了国家发展进程的起点,约束着技术后发国家

的政策空间。 在“在位者—进入者”的全球技术竞

争格局下,进入者的赶超模式已被锁定。 在赶超

初期,通过弱化知识产权执行,广泛使用“创造性

模仿”完成技术积累;在中、后期,则通过强化知识

产权治理摆脱技术依附,实现技术赶超,转换为

“主导国”以及“在位者”。
总之,西方主流话语构造了严格保护知识产

权的国际秩序,其所携带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深刻地嵌入到全球知识产权规则体系的脉络中,
规定了国际技术分工及产业利益分配的等级机

制。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本质上是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产业利益域外延伸的全球法治保障。
三、推动知识产权国际秩序改革创新的中国

方案

秩序建设是任何一个崛起大国必须回答的战

略和外交议题[30]。 随着国家实力的显著提升和知

识产权事业的巨大进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知识

产权体系的领导者” [31],第一次有机会在重塑知

识产权国际秩序中发挥实质作用。 长期以来,中
国一直倡导“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知识产权

治理体制”①,但在具体运作中,总体仍处于应对

型、模糊性、碎片化状态,“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诉求缺乏具体方案的支撑,急需制定明确、具体的

话语构造方案,强化战略系统整合能力,推动国际

知识产权话语权力、治理权威的重新分配以及利

益关系的合理调整。
(一)中国方案之时空方位

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历史性变动,中国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的全面开启,美国聚焦知识产权问

题对华实施战略遏制等事件框定了中国国际知识

产权话语行动的历史坐标和时空方位。
1. 空间:知识产权国际秩序变动

长久以来,与西方主流知识产权话语相伴生

的各种支持话语、平行话语以及对抗性话语众声

喧哗,形成的国际与国内层面的知识产权相关立

法与决策,从不同的方向和径路影响知识产权国

际保护的观念、规范与秩序。 当前,发展中国家抗

争引发秩序松动,区域主义兴起冲击多边体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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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习近平《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发表于《求是》杂志 2021 年第 3 期)以及《国
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规划》等。



技术革命挑战现有规范,新冠病毒感染大疫对知

识产权国际保护提出命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

国家的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中主要行为体的力量

对比,改变了建造和维持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权

力结构。 随着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自利性

的觉醒与强化,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呈现出复杂的

利益博弈的态势,已经进入参与主体复杂、利益取

向多元,众声喧哗、群雄逐鹿的新的变革时期,为
中国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引领规则重塑

提供了空间。
2. 本土:知识产权强国目标追求

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深度调整,急需突破价

值链“低端锁定”困局,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由
大及强”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知识产权制度

工具的加持与激励不可或缺。 “科技自立自强”的
内生需求,“国家安全”的技术忧虑,促成了知识产

权保护的观念转变与话语流变,中国已经在工具

化和实用性意义上认同、接纳了知识产权保护的

理念、制度与意义体系,并确立了建设知识产权强

国的目标追求。 2021 年颁布的《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纲要(2021—2035)》是新时期中国知识产权的

政策宣言书和社会动员令,是转换知识产权身份、
确立政策优先事项、更新知识产权制度、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的明确表达。
3. 外部:美国对华实施战略遏制

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国构建自身话语

体系和政治权力的载体,也是争夺“无重量经济”
(创意、知识和信息经济)主导权的重要抓手。 近

年来,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持续缩小,“危机感”

蔓延于美国政界。 一方面,指责中国“破坏自由秩

序”“窃取知识产权” “非法技术转让”,并将冲突

放大、引申到知识产权国际规范视域,试图通过国

际规则的制定和解释,给中国穿上“紧身衣”套上

“紧箍咒”;另一方面,开始对中国技术追赶实施不

加掩饰的战略遏制,名为保护“公平交易”和“国家

安全”,实为维护霸权利益与统治,隐藏于其后的

是整平场地、把控规则、巩固秩序,缩小中国发展机

会的诉求。 近期美国聚焦知识产权问题对华实施的

战略遏制构成中国创新崛起的显著制约因素。
(二)中国方案之秩序主张与行动模式

中国对知识产权国际秩序主张的核心词是

“公正合理”,其不应停留于束之高阁的口号,更不

能沦落为空洞无力的言辞,而必须转化为与自身

资源、能力和责任相适应的,在具体领域可执行的

方案和有效的行动。
Ikenberry 等[32]提出了新兴国家对待多边制度

的五种行动模式,即维持现状的利益相关者(遵从

国际制度的现有规则和实践)、追求权威的利益相

关者(通过重新分配决策权寻求更大的发言权)、
制度性阻挠(改变、阻挠或遏制不受欢迎的规则、
实践和规范)、外部创新(通过提供替代合作节点

或者在制度内部推广替代规则 /规范以建立新的

制度)以及抵制(完全反对或不参与现有的制度安

排)。 本文借鉴贺凯等[33] 将国际秩序分解为规

范、权力以及规则等 3 个层面的分析框架,将当前

中国“公正合理”的知识产权国际秩序主张在规范

层面、权力层面以及规则层面进行具化。 其行动

模式设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知识产权国际秩序主张的具化以及行动模式

时空方位 秩序维度 类型化 秩序主张 行动模式 总体设计

空间:知识产权国际秩序变动
本土:知识产权强国目标
外部:美国对华战略遏制

规范层面 “国民待遇原则”等基本原则 维护 “维持现状的利益相关者”

权力层面
两个中心、美国主导、中美博弈、
多种力量

平衡与合作 “追求权威的利益相关者”

规则层面 机制复合体 包容与有效
“追求权威的利益相关者”以
及“外部创新”

中性化改进、
建设性塑造

　 　 国际秩序的规范层面是用以规范基础的组织

原则,由决定参与者行为的基本规范和原则以及

国际关系的基本博弈构成。 “国民待遇原则” “最
低保护标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优先权

原则”等基本原则是当代知识产权国际秩序规范层

面的内核。 西方主流话语的强势支配造就了现行知

识产权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性,并形成了路径依赖。

从现实角度出发,中国应当作为“维持现状的利益相

关者”,维护现行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内核,践行知

识产权国际保护规范层面的基石性制度。
国际秩序的权力层面是行为体实力对比所造

就的叙述结构。 现行知识产权国际秩序呈现“两
个中心(WIPO 和 WTO)、美国主导、中美博弈、多
种力量(相关功能性国际组织、主权国家、利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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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参与者等)”的权力格局,中
美博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组权力关系。 鉴于大国

崛起的力量性,在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权力层面,
中国应当作为“追求权威的利益相关者”,主张“平
衡与合作”。 一方面,倡导权力格局的平衡性,支
持、维护 WTO 与 WIPO 的支配性地位,反对将单边

主义和“小圈子”集团凌驾于知识产权多边协调机

制之上,破坏多边体系权威性的做法。 倡导多边

体系下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权力结构、多元主体

参与的平等性以及话语的非支配性,推动新型多

极化的,有别于“西方中心”以及“霸权稳定”模式

的知识产权新型复合权力秩序的形成。 另一方

面,倡导权力格局的合作性,主张知识产权全球治

理的合作共赢以及风险和冲突的管控。 应当认识

到,中美都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寻求科技进

步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两国就知识产权保护

议题并非完全对立,在知识产权跨境执法、气候变

化相关知识产权问题等方面有合作前景,可以通

过合作供给相应的全球知识产权公共产品。
国际秩序的规则层面由国际机制和国际法等

次要制度构成。 现行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规则层

面主要呈现为全球性规则(WIPO 条约体系、TRIPs
协议和其他国际体制下的知识产权规则)以及区

域、双边等小型体制下 TRIPs-plus 规则组成的机制

复合体。 规则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战略手段,
现阶段中国应当作为“追求权威的利益相关者”,
主张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包容与有效”。 一方

面,倡导规则秩序发展导向与情境适应,要求知识

产权国际保护关照、回应多元主体的发展利益诉

求,主张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为实现技术

追赶的自主创新政策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可以

采取“外部创新”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资源优势,
但目前仍处于“权利真空状态”的传统知识和遗传

资源,创建“传统资源权”及其国际保护的规则体

系,提供国际规则层面的公共产品。
(三)中国方案之话语策略

1. 夯实话语行动的理论基础

国际秩序变迁的主导国必须能为其他国家提

供有吸引力的思想[34]。 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话语

行动需要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理论总结和理论表

达,提供富有国际沟通力和影响力的叙事指导和

理论支撑。 西方知识产权理论的分析视角基于其

自身国家利益和知识产权产业集团的价值偏好,
建构了西方中心、利益失衡的知识产权国际秩序。
中国推动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改革创新,需要夯实

话语行动的理论基础,可以在审视西方知识产权理

论范式和概念体系在适用条件、解释能力等方面局

限性的基础上,从后发国家的发展实践出发,总结多

元发展经验,提出思想概括和理论假说。 如“二元均

衡”论,强调知识产权的全球治理应当促成知识产权

静态保护与知识产权动态利用的共治与平衡,以此

推导出概括性法则,展示后发国家摆脱技术依附的

发展路径的理论支持,为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改革

创新提供新颖的知识供给和权威的理论指导,打破

被动接受西方结构化知识体系的局面。
2. 积累物质层面的权力资源

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小奠定了话语“整理世界

秩序”的基石,规定着话语的强制力量,对话语的

生产、推进发挥基础性作用,是一国“有权说”,说
话“有人听”“让人听”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推动知

识产权国际秩序改革创新的话语需要以国家实力

作为支持和后盾。 在国内层面,应当动员自有资

源,尽快制定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全力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大力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提升国

家知识产权软硬实力;在国际层面,国际组织资源

是国家战略工具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积极参与

WTO 以及 WIPO 治理知识产权国际机制的同时,
应当关注、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海关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世
界粮农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联、国际商会

等专业性国际组织下的知识产权标准与规则的制

定活动。 此外,通过技术援助、基础设施建设(如
PPH 专利审查高速路建设)、技术合作等方式,积
聚知识产权对外话语行动的物质基础。

3. 设定利益关切的话语议题

应对知识产权国际秩序变动带来的契机与挑

战,中国必须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的议题设置与法

律规则标准制定,提升话语输出能力和战略反制

能力,设定利益关切的话语议题。 如针对中美战

略竞争常态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争端,包括美国

对中国以技术追赶为目的的知识产权政策的质疑

和诋毁,可以改装、调整既有的知识产权与发展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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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例如 2007 年 WIPO 通过旨在促进向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转让、传播技术的发展议程),
设定“新发展”议题,主张关注欠发达国家发展的

时间性问题,即发展的阶段性,更聚焦发展的空间

性和情境性问题,包括发展的内涵、方式等;强调

知识产权保护不是抽象的公平正义,知识产权全

球治理不能以阻止后发国家赶超为目的,不能以

牺牲弱国的发展为代价;应当弥合传统国际法律

规范供给与技术追赶国家自主创新的规范需求之

间的差距等。
4. 打造攻守兼备的话语体系

话语建构是一个策略性的沟通、论证与说服

的过程,话语宣称的成功与否与话语质量密切关

联。 中国“公正合理”知识产权国际秩序主张的实

现,必须打组合拳,依托高质量、有说服力和明确

逻辑主线,攻守兼备的话语体系。 可以从以下方

面着手:在话语解构方面,分析西方主流知识产权

话语所蕴含的“先进—落后”“正义—邪恶”之简单

划分及二元对立思维,指出其狭隘性,破除其话语

权威,消解“中国威胁论”。 在话语建构层面,基于

时间的二元叙事(介于“当下自我”与“往昔自我”
之间,知识产权实践今昔对比的叙事),以及空间

的二元叙事(介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知识产

权利益认同与共赢期待的叙事),总结中国知识产

权实践经验,促成有可信度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形象与主张的符号化建构,提供令人信服的知识

产权治理“中国智慧”。 在话语模式层面,在与西

方国家的知识产权话语交锋中,摆脱道义负担,走
出与知识霸权国话语互动的“指责—否认”以及

“指责—申辩”的被动模式,防止落入美国以“指责

模式”实施控制的套路。
5. 整合协调发声的话语网络

面对西方话语霸权对知识产权国际秩序的支

配与主导,中国需要积极整合协调发声的话语网

络,协同发挥硬实力,营造话语共同体,以此影响

国际舆论的新格局,开拓中国话语的新空间。 其

一,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磋商和协

调,通过政治团结、技术经济合作、战略对接、立法

交流以及信息共享,形成知识产权南南合作的新

局面,为南方国家统一认识齐发声,推动知识产权

国际秩序改革创新奠定基础。 其二,通过在“一带

一路”区域新型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
海合作组织、东亚“10 + 3”框架、中非合作论坛等

机制下担当建设性角色,协调知识产权立场,探讨

积聚利益认同、共识与互信的方法,共议应对挑战

的知识产权公共产品供给。 其三,借助非政府组

织和跨国倡议网络的力量,开辟多元化媒介话语

渠道,形成稠密的知识产权发展实践区域网络,不
断创建知识产权新发展话语,交流信息、形成议

题、柔性传播,积聚提升知识产权话语主导地位的

舆论资本和支持力量,多层次、全方位推进知识产

权话语主张。
四、结语

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是一种大规模的话语构

造,秩序生成与演化的历史就是一部话语意义争

夺、商业利益主导、权力格局变动的嬗变史。 西方

主流话语制造了关于知识产权的模式化的想象与

规范,私权叙事以排他的方式规约了知识产权的

意义,形成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固定、标准的秩序与

结构。 作为一套精致的现代性话语和机制,知识

产权法治在全球化过程中被逐步建构并合法化与

正当化,成为普适性的规则,建构起西方中心主

义、带有强烈产业政策立场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秩序,此种秩序又强化了话语陈述的权力网络,是
在智力成果领域,西方主导的全球文明秩序等级

结构的缩影。
知识产权国际秩序正处于新的变革时期,中

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征程。 近期美

国聚焦知识产权问题对华实施战略遏制,构成中

国创新崛起的显著制约因素,中美两国围绕知识

产权问题的话语政治、制度竞争和利益博弈将对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结构叙事、规则塑造和秩序

演化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构造

行动正当其时,应当主要作为“追求权威的利益相

关者”,采取中性化改进、建设性塑造方案,支持、
维护 WTO 与 WIPO 框架下多边协调机制的支配性

地位,倡导知识产权国际秩序权力格局的平衡性

与合作性,主张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包容性与有

效性,以言之有道的话语方略,促进中国知识产权

话语宣称与利益主张转化为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

一般规则,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话语权力、治理权威

的重新分配以及利益关系的合理调整。 这既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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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进程的行动逻辑,也是大国博弈与对抗的

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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